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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非认知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许多研究考察了早期经

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是缺乏基于童年农村经历视角的研究。 本

文使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考察了童年农村经历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准结果表明,对于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

体,其非认知能力会比其他群体高 0. 098 个标准差,且使用处理效应模

型和倾向匹配得分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保持一致。 考虑到

非认知能力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本文使用控制点等方式来度量非认

知能力,结论依然稳健。 进一步分析发现,童年农村经历能够提高非认

知能力的机制在于个体为了适应穷困环境而付出努力。 此外,本文探讨

了童年农村经历对大五人格子指标以及细分指标的影响,发现有过童年

农村经历的群体在顺同性和外向性等方面更高。 更细致地说,有过童年

农村经历的群体在条理性、顺从性、热情性和行动力等方面更高,不过在

审慎性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更低。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童年农村经历的

视角上为早期生活经历会影响非认知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农村经历;非认知能力;大五人格;控制点

0　 引言

非认知能力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它一般是指人的性格、偏好和

情商等技能。 非认知能力是与认知能力相对应的能力,并且在许多方面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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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预测能力和认知能力相当,甚至更胜一筹(Heckman
 

and
 

Kautz,2013)。
以往丰富的经验证据表明非认知能力是劳动力市场、健康行为和教育成就等方

面的重要预测因素(Heckman
 

and
 

Rubinstein,2001;Chiteji,2010;Lindqvist
 

and
 

Vestman,2011;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Cobb-Clark,2015)。
非认知能力作为 21 世纪培育学生的核心胜任力,得到了经济学界和教育

界的广泛关注。 例如,2016 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报告,其中

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以及实践创新等六大

素养,这些都是非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指出应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

的技能,这些技能也正是非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Becker(1992)认为,儿童

成长的早期环境是信念和偏好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信念和偏好是非认知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就说明早期环境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现有关于

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主要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展开。 其中,
Heckman

 

et
 

al. (2006)和 Heckman
 

and
 

Kautz(2013)总结了早期环境对儿童非认知

能力的影响,其主要结论也都支持早期环境对非认知能力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国际上许多文献对早期经历和个人经济行为进行了研究。 例如,

Malmendier
 

et
 

al.
 

(2011)的研究表明,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 CEO 债务融资显著

较低。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实证分析了“三年困难时期”经历和知青经历的影响。
例如,Chen

 

and
 

Zhou(2007)发现早期“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会影响到健康状况。
程令国和张晔(2011)则发现早期“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会使得个体更加倾向于

储蓄行为。 与本文更相近的是研究知青经历的一系列文献,知青经历是一项在

国家的号召下,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农村生活经历。 在这方面已经有

部分学者进行研究,并且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基本都认为,知青经历会影响之后

的经济行为,比如人力资本、金融行为等方面(Gong
 

et
 

al. ,2015,2020;Fan,
2020;Chen

 

et
 

al. ,2020)。 其中与本文最为密切的研究,Gong
 

et
 

al. (2015)考察

了知青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观点是早期知青经历会降低外部控制点、
提高非认知能力,而这个观点后面也得到了 Fan(2020)的论证。 但是,知青经

历是在青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已有研究认为非认知能力主要在童年时期形

成并在青春期基本保持稳定(Caspi
 

et
 

al. ,2005;Borghuis
 

et
 

al. ,2017),说明知青

经历可能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塑造作用较弱。 而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少童

年具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居民进入到城市(江静琳等,2018)。 这一背景为我们研

究童年生活环境带来的经济影响提供了天然场景。 这些具有农村生活经历的

居民在童年时期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性

格特点等非认知能力和“城市老人”一样吗? 鉴于此,本文重点关注 12 岁及以

前的童年农村经历,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合适的回答,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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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够为我国推进城市化的积极作用提供一定经验证据。 根据 Borghuis
 

et
 

al.
(2017)的结论,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非认知能力塑造最重要的时间段,即使用童

年农村经历进行实证研究能够得到更明显的结果。
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考察了童年农村经历对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通过使用大五人格度量非认知能

力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体,其非认知能力会比其他群

体高 0. 098 个标准差,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 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

匹配得分等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 考虑到非认知能力可能

存在测量误差问题,本文使用控制点等方式来度量非认知能力,结论仍然保持

一致。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童年农村经历能够提高非认知能力的机制在于个体

为了适应穷困环境而付出努力。 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童年农村经历对大五人格

5 个子指标以及 13 个细分指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一,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

体在顺同性和外向性等方面更高;第二,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体在条理性、顺
从性、热情性和行动力等方面更高,但是在审慎性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更低。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是文献综述;第 2 部分介绍了使用

的数据和变量选择;第 3 部分介绍了模型并讨论了实证结果,包括基准回归、稳
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和机制分析;第 4 部分讨论了非认知能力的子指标和细

分指标;最后是结论。

1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涉及两类文献。
 

第一类是非认知能力(也称人格特质),包括测量

方法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 一般来说,非认知能力主要是通过大五人格、内外

控制点、自尊等方式来度量(Rotter,1966;Costa
 

and
 

McCrae,1992;Rosenberg
 

and
 

Pearlin,1978;Becker
 

et
 

al. ,2012)。 依据国内学者指出使用大五人格能够较好

测出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的看法(王孟成等,2011),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大五人

格度量来非认知能力,这种测量方法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orghans
 

et
 

al. ,2008;Almlund
 

et
 

al. ,2011;李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
大五人格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 Allport

 

and
 

Odbert(1936)的词汇假说,并由 Costa
 

and
 

McCrae(1992)正式构建,能够更为广泛地从抽象层面捕捉到所有的人格特

质。 细致地说,大五人格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
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 其中,严谨性主要体现了胜任、条理和责任等特点;顺同

性主要体现了利他和顺从等特点;外向性主要体现了热情、社交和活跃等特点;
开放性主要体现了想象、审美和情感等特点;而情绪稳定性则主要反映了自信、
乐观和抗压等特点。 国内关于非认知能力测量的调查目前还在起步阶段,主要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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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国内的调查一般不是严格随机抽样并且缺乏国际公认的大五人格特征

量表(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此时得到的调查问卷容易出现测量误差,而测量

误差又是研究非认知能力经济影响的主要内生性来源(Heckman
 

et
 

al. ,2006)。
鉴于此,国内学者现有关于非认知能力的测量大多数是使用 CFPS2010 数据(李
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参考 NEO 人格问卷且结合现有数

据,使用自评和他评两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测量出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
早期不少研究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主要受到预期和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但

是随着心理学的发展,非认知能力也被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Heckman
 

and
 

Rubinstein,2001)。 在劳动经济学关注的话题中,主要是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的影

响。 自从 Heckman
 

et
 

al. (2006)引入非认知能力构建新人力资本模型之后,学
者对于非认知能力和收入的话题进行了丰富的实证研究 ( Lindqvist

 

and
 

Vestman,2011;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程虹和李唐,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
Bassi

 

and
 

Nansamba,2022;李根丽和尤良,2022)。 这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大多支持

非认知能力对于收入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中,学业成

绩也是重要的话题,学者们的主要结果也是支持非认知能力提高有利于儿童学业

成绩的提高(Barón
 

and
 

Cobb-Clark,2010;Cobb-Clark,2015;Golsteyn
 

et
 

al. ,2021)。
第二类文献主要涉及早期成长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关于早期经历

对于非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三个方

面出发。 Cunha
 

and
 

Heckman(2007)扩展了人力资本的模型,他们将个人、父母

和环境等因素引入模型,认为童年是非认知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 大多数的研

究为这一理论框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Gong
 

et
 

al. ,2015;Leight
 

and
 

Liu,
2016;Elkins

 

and
 

Schurer,2020)。 于是,怎样在早期干预儿童非认知能力成为了学

者关心的话题。 护士-家庭合作(Nurse-Family
 

Partnership)项目旨在干预产期条件

和早期育儿来研究儿童非认知能力问题,这一项目表明早期干预会提高儿童的非

认知能力(Heckman
 

and
 

Kautz,2013)。 还有研究通过意大利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家

庭培训计划,来考察赋予妇女权利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Lavy
 

et
 

al. ,2022)。
与本文更为密切相关的文献中,主要集中考察了迁移和知青等早期经历和

非认知能力的关系。 例如,Gong
 

et
 

al. (2015)提到知青经历通过降低外部控制

源,从而提高非认知能力,主要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知青为了适应逆境而付出

努力。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 Fan(2020)的证据支持。 于爱华等(2020)发现,子女

随迁有利于提高其非认知能力,且主要是严谨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等方面。
苏会等(2024)就随迁和青少年人力资本的话题进行了推进,发现农村青少年随

迁时候的年龄越小,其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越高。 上述提到的文献主要基于

迁移等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则基于童年农村经历这一新的视角进行了有

益补充。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江静琳等(2018)实证发现,农村成长经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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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对于具有不同的开放性特征的户主,会产生不同影

响,即存在调节效应。 但是略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直接探讨农村成长经历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推进。
此外,许多学者表明非认知能力在成年时期是稳定的(Almlund

 

et
 

al. ,
2011;Cobb-Clark

 

and
 

Schurer,2012),更有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大概在青春期或

12 岁大致保持稳定(Caspi
 

et
 

al. ,2005;Borghuis
 

et
 

al. ,2017)。 因此,研究早期

经历特别是 12 岁及之前的生活经历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的影响是有必要

的。 本文则在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这一背景下,抓住 12 岁及之前的童年农村

经历的视角,通过大五人格这一主流的非认知能力测量方法,考察童年农村经

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2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 2010 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①。 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开展的一项全国

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
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2010 年的调查数据是 CFPS 的基线数据,调查了 162 个县 635 个村庄 14797 个

家庭的 33598 个受访者。
本文研究的话题是城市居民童年农村经历对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根据

需要,本文参考江静琳等(2018)做法,筛选了 4014 个受访者样本。 筛选标准如

下:(1)剔除受访者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2)保留现在居住在城市并且拥有非

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样本;(3)剔除曾经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受访者样本;(4)剔除

3 岁和 12 岁的户口类型变量缺失的样本;(5)剔除受访者出生地、3 岁和 12 岁

居住地不同的样本。 为了更好地研究童年农村经历的影响,我们将样本限定在

拥有非农业户口并且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并且剔除掉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经历

的受访者,这样可以保证受访者当前的生活环境尽可能类似,排除一些干扰我

们识别的因素。 此外,我们之所以剔除受访者出生地、3 岁和 12 岁的居住地不

同的样本,也是为了尽可能挑选出受访者童年绝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同一地区的

873

① 本文选取 CFPS2010 的数据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国内外非认知能力的指标大多数使用 CFPS2010
的数据构建(Gong

 

et
 

al. ,2015;李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CFPS2010 数据和其余的数

据相比,基于 CFPS2010 数据构建童年农村经历的测量误差较小(江静琳等,2018);CFPS2010 数据调查

了受访者的知青经历,借助这一数据,本文可以有效地排除知青经历的混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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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一定程度上降低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同时,也能避免早期迁移经历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干扰识别。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按照李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等国内多数文献的

做法,同时借鉴英国家庭追踪调查(BHPS)和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GSOEP)
的相关问题,从 CFPS2010 数据中选择五个维度的子指标进行度量,详见表 1。
大体上,在 CFPS2010 数据中和大五人格相关的指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

受访者的自评(1 ~ 5),另一类是来自访问员的评价(1 ~ 7),结合自评和他评能

够很好地度量受访者的非认知能力(Kautz
 

et
 

al. ,2014)。 但是,两种指标的评

价分数存在差异,本文为了消除这两类指标间量纲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所有的

子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在每一个子维度上进行加总平均,最后通过主成

分分析法(PCA)构建非认知能力指标。

表 1　 CFPS 中对应大五人格的问题

大五人格 子指标 主要特征 CFPS 中对应问题

严谨性

条理性
个体处理事务和工作的秩序和

条理

事业心
个体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

进取精神

审慎性
个体在采取具体行动前的精神

状态

受访者的衣装整洁程度

1. 有成就感的重要程度

2. 努力的重要程度

受访者对调查的疑虑

顺同性

利他性
个体对别人的兴趣和需要的关

注程度

顺从性
个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的倾向

性特征

不被讨厌的重要程度

1. 受访者对调查的配合程度

2. 认为自己与人相处方面能打几分

外向性

热情性
个体对待别人和人际关系的

态度
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

乐群性
人们是否愿意成为其他人的

伙伴
不孤单的重要程度

正性情绪
个体倾向于体验到正性情绪的

程度
生活有乐趣的重要程度

开放性

行动力
人们愿意尝试各种不同活动的

倾向性
受访者对调查的兴趣

价值取向
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对

程度
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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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 子指标 主要特征 CFPS 中对应问题

情绪稳定性

不焦虑
面对难以把握的事物、令人害

怕情况时的状态

不忧郁
正常人倾向于体验抑郁情感的

个体差异

不脆弱性 个体面对应激时的状态

1. 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

2. 感到坐立不安、难以保持平静的频率

感到情绪沮丧、郁闷的频率

1. 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的频率

2. 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的频率

3. 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

　 　 注:传宗接代的重要性是反向指标,分值越高代表传宗接代越不重要;情绪稳定性细分指标的回答

为:1—几乎每天,2—经常,3—一半时间,4—有一些时候,5—从不;分值越高,代表情绪越稳定。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参考江静琳等

(2018)、魏东霞和陆铭(2021)的做法,本文根据受访者的户籍状态来识别所需

要的核心解释变量。 具体做法是,如果城市受访者 3 岁和 12 岁是农业户口,且
他们的出生地、3 岁居住地和 12 岁居住地都相同的话,我们则认为这些受访者

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农村(江静琳等,2018);反之,我们则认为他们童年

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城市。 即本文定义的童年农村经历是虚拟变量,即城市

受访者童年时期的户口是农业且居住地在农村。
具体来说,童年农村经历按照江静琳等(2018)的说法,主要是指居民在童

年阶段生活在经济条件较差、教育质量较差以及乡土社会等环境中,这与魏东

霞和陆铭(2021)的城市生活经历本质上相反。 从经济条件方面来说,我国城乡

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等因素在缩小,但是很明显这种收入差距一

直存在,使得童年生活在农村的居民经济条件较差;从教育条件方面来说,我国

城市和农村的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农村居民在童

年享受不到较好的教育。 这种独特的穷困环境更容易培育出坚韧、吃苦耐劳的

精神,从而提高居民的非认知能力。 从文化环境上来说,农村居民在童年生活

在乡土文化的环境中,例如宗族、水稻等文化环境会影响到非认知能力塑造。
并且由于农村居民之间联系比较密切,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居民的非认知能力①。

2.2.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主要从个体特征以及家庭背景选取了控制变量。 个体

083

① 当然,不仅是农村的生活环境能够提高非认知能力,城市的生活环境也会通过“学习效应”提高居

民的非认知能力(魏东霞和陆铭,2021)。 此外,穷困的环境也可能降低非认知能力,比如“穷山恶水出刁

民”。 但是,我们是在平均意义上的结果,即我们想说的是在平均意义上,童年农村生活经历能够提高个

体的非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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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包括了性别、年龄、汉族、身高、受教育程度(1 ~ 8 分别是幼儿园至博

士)、婚姻状态、身体健康、数学测试、字词测试、工作状态以及个体收入对数等变

量;家庭背景变量主要包括了兄弟姐妹数量以及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1 ~ 8
分别是文盲 \半文盲至博士)等变量。 其中,非认知能力的高低会受到小时候营

养的影响(Schick
 

and
 

Steckel,2010),且大多数研究认为身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

幼时的营养状况(Chen
 

and
 

Zhou,2007)。 为此,本文将身高作为幼时营养状况

的代理变量加以控制。 鉴于自评健康可能会受到情绪稳定性的影响,本文参考

Gong
 

et
 

al. (2020)的方法,从 CFPS2010 的问卷中选择 BMI、是否被诊断出慢性病、
是否住院和是否身体不适这四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我们所需要的

身体健康变量。 其中,身体健康变量的得分越高,则说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差。

2.3　 描述性统计

为了比较童年农村经历的差异,表 2 列出了有无童年农村经历的样本和全样

本。 其中,有过农村经历的受访者有 1815 个观测值,占全样本的 45. 2%,这一比

例和江静琳等(2018)基本保持一致(47. 1%)。 表 2 显示,有过农村经历的受访

者年龄、兄弟姐妹数量等明显多于没有农村经历的受访者,其身高、受教育程

度、数学测试、字词测试、父母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没有农村经历的受访者。 没

有农村经历的受访者年龄较小,这比较符合现实,因为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出
生日期越靠后,即年龄相对年轻的受访者越有可能突破户籍的限制,成为非农

业户口;有过农村经历的受访者,由于家庭和地域等因素的制约,家庭背景相对

更差,自身的身高(营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也会明显低于在城市成

长起来的受访者。 此外,有过农村经历的受访者就业率(50. 0%)明显低于没有

农村经历的受访者(54. 3%)。 表 2 还列示了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例如性

别、民族等变量,有过农村经历的受访者和没有农村经历的没有差别。

表 2　 全样本和分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平均值比较 中位数比较 全样本

没有经历 有过经历 T 检验 没有经历 有过经历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非认知能力 0. 023 -0. 028 0. 051 0. 139 0. 084 0 1
核心解释变量

童年农村经历 — — — — — 0. 452 0. 498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0. 502 0. 492 0. 010 1 0 0. 498 0. 500
年龄 42. 054 47. 399 -5. 345∗∗∗ 41 45 44. 471 14. 649
汉族 0. 965 0. 961 0. 004 1 1 0. 963 0. 189
身高 166. 316 164. 434 1. 882∗∗∗ 166 164 165. 465 7.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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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比较 中位数比较 全样本

没有经历 有过经历 T 检验 没有经历 有过经历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变量

受教育程度 3. 923 3. 321 0. 602∗∗∗ 4 3 3. 651 1. 379

婚姻状态 0. 765 0. 890 -0. 125∗∗∗ 1 1 0. 821 0. 383

身体健康 -0. 115 0. 064 -0. 179∗∗∗ -0. 426 -0. 426 -0. 034 0. 966

数学测试 15. 750 13. 278 2. 472∗∗∗ 18 14 14. 632 5. 464

字词测试 24. 992 21. 802 3. 191∗∗∗ 26 24 23. 550 8. 302

工作状态 0. 543 0. 500 0. 042∗∗∗ 1 1 0. 523 0. 500

个体收入对数 7. 879 7. 752 0. 127 9. 442 9. 393 7. 821 3. 772

家庭背景变量

兄弟姐妹数量 2 2. 919 -0. 919∗∗∗ 2 3 2. 416 1. 921

父亲受教育程度 2. 632 2. 013 0. 619∗∗∗ 2 2 2. 352 1. 298

母亲受教育程度 2. 230 1. 522 0. 708∗∗∗ 2 1 1. 910 1. 132

　 　 注:身体健康是反向指标,分值越高,代表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水平上显著。

3　 实证结果

3.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使用 CFPS2010 的数据考察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为此本文建立以下 OLS 模型:

NonCognitivei = α + βExperi + ∑γX i + ProvFE + εi (1)

其中,NonCognitivei 代表受访者 i 的非认知能力,Experi 代表受访者 i 是否有童

年农村经历,X i 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汉族、身高、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态、身体健康、数学测试、字词测试、工作状态和个体收入对数等变

量)和家庭背景(兄弟姐妹数量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Prov
 

FE 代表省份固

定效应,εi 是随机误差项。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非认知能力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平均值

为 0,标准差为 1。 第(1)列控制了性别、年龄、汉族、身高、受教育程度、婚姻状

态、身体健康、数学测试和字词测试等个体特征变量;第(2)列额外加入了工作

状态和个体收入对数等个体特征变量;第(3)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家庭背景变

量;第(4)列为了控制省份间的差异,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结果表明,在逐步

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童年农村经历显著为正并且显著性不断提高,这说明经历

过农村生活确实对于个体非认知能力有积极作用,这一结果和 G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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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保持一致。 此时,我们发现,在纳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估计系数变化较

小,这说明本文结果受遗漏变量影响较小(Altonji
 

et
 

al. ,2005)。 从系数大小来

看,童年农村经历的估计系数为 0. 098,这表明童年农村经历能够提高个体非认

知能力大约 0. 098 个标准差,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 进一步,结合现有文献

的研究结论和 CFPS 数据得到的实证结果,我们分析了童年农村经历通过非认

知能力带来的潜在影响。 我们发现,童年农村经历通过提高非认知能力,能够提

高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大约 0. 37%,减少个体的收入剥夺指数大约 0. 001 个单位,
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大约 0. 25%(李根丽和尤亮,2022;李静和陈超,2023)。

表 3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准回归

非认知能力

(1) (2) (3) (4)

童年农村经历
0. 051∗ 0. 054∗ 0. 074∗∗ 0. 098∗∗∗

(0. 030) (0. 032) (0. 033) (0. 034)

性别
-0. 098∗∗ -0. 089∗ -0. 086∗ -0. 042

(0. 047) (0. 047) (0. 048) (0. 049)

年龄
0. 005∗∗∗ 0. 005∗∗∗ 0. 006∗∗∗ 0. 005∗∗∗

(0. 001) (0. 001) (0. 001) (0. 002)

汉族
-0. 178∗∗ -0. 178∗∗ -0. 187∗∗ -0. 153∗

(0. 074) (0. 074) (0. 075) (0. 089)

身高
0. 010∗∗∗ 0. 010∗∗∗ 0. 009∗∗∗ 0. 005

(0. 003) (0. 003) (0. 003) (0. 003)

受教育程度
0. 059∗∗∗ 0. 064∗∗∗ 0. 052∗∗ 0. 045∗∗

(0. 020) (0. 021) (0. 021) (0. 021)

婚姻状态
0. 187∗∗∗ 0. 193∗∗∗ 0. 213∗∗∗ 0. 225∗∗∗

(0. 042) (0. 042) (0. 043) (0. 043)

身体健康
-0. 177∗∗∗ -0. 177∗∗∗ -0. 172∗∗∗ -0. 173∗∗∗

(0. 017) (0. 017) (0. 017) (0. 017)

数学测试
0. 005 0. 005 0. 006 0. 005

(0. 006) (0. 006) (0. 006) (0. 006)

字词测试
0. 018∗∗∗ 0. 018∗∗∗ 0. 018∗∗∗ 0. 019∗∗∗

(0. 003) (0. 003) (0. 003) (0. 003)

工作状态
-0. 030 -0. 026 -0. 031

(0. 040) (0. 040) (0. 041)

个体收入对数
-0. 003 -0. 003 -0. 002

(0. 005) (0. 005) (0. 005)

兄弟姐妹数量
-0. 030∗∗∗ -0. 025∗∗

(0. 010) (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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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认知能力

(1) (2) (3) (4)

父亲受教育程度
0. 003 0. 004

(0. 015) (0. 015)

母亲受教育程度
0. 011 0. 012

(0. 020) (0. 020)

省份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R2 0. 072 0. 085 0. 088 0. 112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2　 稳健性检验

当然,非认知能力的测量方式还有许多种,包括内外控制点、自尊等

(Becker
 

et
 

al. ,2012)。 如果选择单方面的度量方式,得出的结果可能还不够稳

健。 于是,本文参考其他文献和问卷做法,构建了其他的非认知能力度量方法。
参考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的做法,选择严谨性、顺同性和情绪稳定性这

三个子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非认知能力指标,见表 5 第(1)列。 我们可

以发现,通过使用三个指标来度量我们的非认知能力,童年农村经历的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参考魏东霞和陆铭(2021)的做法,我们在大五人格的基础上增加社交活动

指标。 我们在 CFPS2010 问卷的基础上选择“最近三个月,您是否从事下列活

动”构建我们的社交活动指标,如果受访者回答的是旅游、打牌、外出就餐、参加

宗教活动等我们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 回归结果见表 5 第(2)列。 结果

发现,童年农村经历的系数也是显著为正的。
参考 Gong

 

et
 

al. (2015)的做法,通过八个问题构建内外控制点指标对非认

知能力进行测量。 其理由是,内外控制点和自尊表密切相关,并且和其他测度

方式相辅相成(Becker
 

et
 

al. ,2012),能够有效地度量出受访者的非认知能力。
为此,本文参考 Gong

 

et
 

al. (2015)的做法,也使用内外控制点来度量非认知能

力,详见表 4。 我们使用前四个问题通过取均值来构建我们的内部控制源,使用

后四个问题通过取均值来构建我们的外部控制源(反向),最后加总平均为我们

所需要的非认知能力指标。 回归结果见表 5 第(3)列,童年农村经历的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此外,我们也参考江静琳等(2018)的做法,放松我们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

定义,认为 3 岁和 12 岁户籍同时拥有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有过童年农村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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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松核心解释变量的定义后,得到的结果依旧很稳健,这就说明了童年农

村经历确实会提高受访者的非认知能力。

表 4　 CFPS 中对应内外控制点的问题

内外部控制点 主要特征 CFPS 中对应的问题

内部控制点
一个人可以控制的

内部因素

1. 在当今社会,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报

2. 影响一个人的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努力程度

3. 影响一个人的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天赋

4. 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大,获得很大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外部控制点
一个人可以控制的

外部因素

1. 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子女的成就也会大

2. 富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大;穷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小

3.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运气

4.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里有没有关系

表 5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非认知能力

(1) (2) (3) (4) (5) (6)

童年农村经历
0. 085∗∗ 0. 034∗∗∗ 0. 060∗∗∗ 0. 068∗∗ 0. 098∗∗∗ 0. 031∗

(0. 034) (0. 012) (0. 015) (0. 032) (0. 034) (0. 018)

“三年困难 时 期”
经历

0. 051

(0. 0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3914 4611 4014 2252

R2 0. 109 0. 107 0. 051 0. 112 0. 132 0. 075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我们在数据清洗时去掉了有过知青经历的那些受访者,这样做能够排除其

他因素带来的干扰,从而避免了知青经历带来的额外影响(Gong
 

et
 

al. ,2015)。
但是,除了知青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也是重要的混淆因素。 许多研究也

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程令国和张晔,2011),我们有

必要考虑 “三年困难时期” 经历带来的影响。 于是,参考 Malmendier
 

et
 

al.
 

(2011)的做法,本文认为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前十年的受访者有过“三年困

难时期”经历。 具体做法为,如果受访者出生于 1949—1958 年,则认为有过“三
年困难时期”经历,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 在我们控制了“三年困难时期”
经历之后,见表 5 第(5)列,我们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本文主要参考李涛和张文韬(2015)、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的做法,使用

CFPS2010 数据来度量非认知能力,结合自评和他评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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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Kautz
 

et
 

al. ,2014)。 此外,参考李根丽和尤亮(2022)
等一系列文献的做法,本文也将 CFPS2010 和 CFPS2018 进行匹配,使用 CFPS2018
数据提供的标准大五人格简表来测量非认知能力。 其中,CFPS2018 数据提供的

标准大五人格简表目前是国内数据中唯一能够公开获取并测量非认知能力的规

范指标。 具体做法为,按照非认知能力五大维度进行加总,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

法合成非认知能力指标。 表 5 第(6)列表明,回归得到的结果仍保持稳健。

3.3　 安慰剂检验

本文参考路自愿等(2022)的做法,如果受访者在 3 岁和 12 岁同时为非农

户口,并且 3 岁和 12 岁居住的区县不同,则认为受访者在不同城市之间发生了

迁移,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不同农村之间的迁移也是类似的做法,如果受

访者在 3 岁和 12 岁同时拥有农业户口,并且 3 岁和 12 岁居住的区县不同,取值

为 1,反之取值为 0。 我们之所以选择 3 岁和 12 岁,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是非认

知能力形成的重要时期,环境的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童年迁

移决策一般都是由父母来决定的,这样可以很好地避免自身的非认知能力对迁

移的反向影响(Ayhan
 

et
 

al. ,2020)。
本文的结果存在竞争性解释,即受访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来源于农村向城

市的迁移之后环境因素变化带来的影响,而非童年农村经历本身的影响。 为了

排除这样的解释,本文设计了安慰剂检验,主要的思路为:假如农村向城市迁移

之后环境会带来影响,使得个体非认知能力发生变化,与之类似,不同城市之间

的迁移和不同农村之间的迁移也会带来环境的变化,按照环境影响非认知能力

这个逻辑,同样会使得个体非认知能力发生变化。 那么,假如我们发现不同城

市之间的迁移和不同农村之间的迁移并没有显著影响到个体的非认知能力,我
们则可以认为环境变化并不会影响个体的非认知能力。 为此,本文使用城市间

和农村间的童年迁移对非认知能力进行回归,具体见表 6。 结果显示,不论是城

市间迁移还是农村间迁移都不会影响到非认知能力,这就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

高并不是迁移带来的环境变化造成的。

表 6　 童年迁移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非认知能力

不同城市之间 不同农村之间

(1) (2) (3) (4)

童年迁移
0. 056 0. 034 0. 062 0. 046

(0. 047) (0. 046) (0. 039) (0. 03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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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非认知能力

不同城市之间 不同农村之间

(1) (2) (3) (4)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937 2937 18079 18079

R2 0. 060 0. 145 0. 051 0. 170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4　 内生性讨论

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回归结果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带来的挑战。 在

计量经济学中,内生性问题的原因大致分为测量误差、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

等三个主要来源。 首先,本文主要考察的是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

响,童年农村经历在数据调查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的非认知能力不会反过去

影响童年的农村经历,二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问题。 其次,本文使用的

是 3 岁和 12 岁的户籍,同时伴以出生地、3 岁居住地和 12 岁居住地是否相同度

量核心解释变量,相较于之前的文献(江静琳等,2018),测量误差带来的问题可

能不是很严重。 但是,仍然有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例如非认知能力高的受

访者实际上可能居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这样会带来一定的测量误差,使得我

们的结果产生低估。 因此,本文主要面临的是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带来内生性

问题①。
由于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如果采用

OLS 方法不能很好地识别二者的因果关系。 例如,如果从农村进城的居民得到

非农户口是因为他们的自身条件等比较优越,也就是“选拔”带来的结果,从而

使得遗漏变量和童年农村经历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考虑到这些内生性问题的

存在,本文参考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的做法,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下的处理

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s
 

Model,TEM)进行缓解。 简单来说,处理效应模型是

和工具变量法原理类似的一种方法,唯一的区别是在第一阶段工具变量法是连

续变量,而处理效应模型是二值变量。 因此,当我们的内生变量是二值变量时,
处理效应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较工具变量法更好(Maddala,1986)。

783

① 本文鉴于数据的原因,无法控制更多相关的早期特征变量,例如,父母的陪伴(李波,2018;王春超

和林俊杰,2021),我们的研究可能面临着一定的遗漏变量问题。 因此,本文参考 Oster(2019)的遗漏变量

敏感性分析,简单地对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当 β= 0 和 R2
max = 1. 3R2 时,δ 的结果为

-1. 860,这一结果远小于 0,这说明童年农村经历带来的影响完全由不可观测遗漏变量所解释的可能性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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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数据清洗过程中,将数据限制在出生地、3 岁和 12 岁居住地一致,这
样做可以尽可能保证受访者出生地就是童年的居住地。 由此,为了得到童年农

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因果效应,本文使用城市层面的平均坡度作为处理效应

模型的工具变量,建立以下模型:

Pr Experi = 1( ) = Φ α1 + β1Z + ∑γ1X i + ProvFE + μi( ) (2)

NonCognitivei = α2 + β2Experi + ∑γ2X i + ProvFE + εi (3)

其中,NonCognitivei 代表受访者 i 的非认知能力;Experi 代表受访者 i 是否有童

年农村经历;Z 代表的工具变量(即城市层面的平均坡度);X i 代表是控制变量;
ProvFE 是省份固定效应;μi、εi 代表两个阶段的随机误差项。

在选择模型中,表 7 第(1)列我们仅控制了工具变量,第(3)列我们在工具

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 本文参考王春超和张承莎

(2019)的做法,也使用了工具变量法,第(5)和第(6)列是使用工具变量法之后

估计的结果。 表 7 是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我们均发现

第一阶段的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 CDF 值和 KPF 值均在经验

值 10 附近,这表明本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的结果也同样支持

我们的结论,这说明在缓解选择性偏差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稳健。 当然,工具

变量除了满足相关性之外,其排他性约束假设也需要满足。 一般来说,地形坡

度是天然形成的地理特征,这一工具变量是基本外生给定的(戴亦一等,2016;
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满足一定的排他性约束。 此外,我们参考孙伟增等

(2020)的做法,计算基准模型的残差项和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 我们发现,工
具变量和残差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为我们的工具变量

满足排他性约束提供了证据。

表 7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

(1) (2) (3) (4) (5) (6)

处理效应模型 工具变量法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童年农村经历
0. 509∗∗∗ 0. 258∗ 1. 592∗∗

(0. 149) (0. 152) (0. 799)

平均坡度
0. 029∗∗∗ 0. 031∗∗∗ 0. 010∗∗∗

(0. 004) (0. 010) (0. 003)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CDF 值 10. 414
KPF 值 9. 939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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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截面数据的原因,可能还存在可观测变量带来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为

此,本文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来缓解自选择问

题。 在进行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 检验的结果显示,匹配后的

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偏差都小于 5%,并且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 检验通过之后,本文首先选用 Logit 模型估算出童年农村经历的概率。 参

考相关文献,我们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等变量纳入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计算

倾向性得分值。 然后,根据倾向性匹配得分值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一对四匹

配,并估计匹配后两组之间的平均差距。 此外,为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还进行

了核匹配、半径匹配、卡尺内近邻匹配以及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参考 Acemoglu
 

et
 

al. (2019)的做法,本文还使用了更加稳健的逆概率加权法( IPW)以及逆概

率加权回归调整法( IPWRA),具体结果都如表 8 所示。 从表 8 可以看出,通过

PSM、IPW、IPWRA 等匹配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后,估计系数没

有较大的变化,我们结论依然稳健。

表 8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倾向性匹配法

非认知能力

(1) (2) (3) (4) (5) (6) (7)

估计方法 一对四匹配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卡尺内

近邻匹配

局部线性

回归匹配
IPW IPWRA

ATT 0. 158∗∗∗ 0. 144∗∗∗ 0. 167∗∗∗ 0. 154∗∗∗ 0. 144∗∗∗ 0. 074∗∗ 0. 083∗∗

标准误 0. 056 0. 043 0. 058 0. 049 0. 043 0. 037 0. 036

p 值 0. 005 0. 001 0. 004 0. 002 0. 001 0. 047 0. 021

观测值 3438 3990 2656 3438 2656 4014 4014

　 　 注:(1) ~ (5)列为自助法 500 次求得的标准误,(6) ~ (7)列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5　 机制分析

类似 Gong
 

et
 

al. (2015),本文认为童年农村经历之所以能够提高非认知能

力,是因为个体在适应早期穷困环境的基础上,容易锻炼出坚韧、吃苦耐劳的精

神,即是非认知能力。 按照这个机制的理论逻辑,我们将看到以下现象:对于那

些早期生活环境更加穷困的个体,他们更加容易锻炼出坚韧、吃苦耐劳的精神,
因为他们早期经历的环境更加恶劣(Gong

 

et
 

al. ,2015;Fan,2020)。 为此我们借

助理论逻辑,通过调节效应的方式进行机制分析(江艇,2022)。 我们选取的调

节变量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数学测试、单词测试、父亲受教育程度

以及母亲受教育程度这六个变量。 按照我们的理论逻辑,对于受教育程度较

低、身体健康较差、数学测试较差、单词测试较差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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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进一步,为了实证考察童年农村经历对不同群体的非认知能力带来的影

响,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数学测试、单词测试、
父亲受教育程度以及母亲受教育程度这六个变量通过交互项的方式参与回归,
具体回归如表 9 所示。

表 9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

非认知能力

(1) (2) (3) (4) (5) (6)

童年农村经历
0. 373∗∗∗ 0. 099∗∗∗ 0. 306∗∗∗ 0. 331∗∗∗ 0. 212∗∗∗ 0. 229∗∗∗

(0. 096) (0. 034) (0. 103) (0. 107) (0. 066) (0. 066)

童年农村经历×
受教育程度

-0. 077∗∗∗

(0. 024)

童年农村经历×
身体健康

0. 095∗∗∗

(0. 033)

童年农村经历×
数学测试

-0. 014∗∗

(0. 006)

童年农村经历×
单词测试

-0. 010∗∗

(0. 004)

童年农村经历×
父亲受教育程度

-0. 052∗∗

(0. 025)

童年农村经历×
母亲受教育程度

-0. 076∗∗

(0. 0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R2 0. 114 0. 114 0. 113 0. 113 0. 113 0. 113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身体健康为

反向指标,分值越大,代表身体健康越差。

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全部的交互项系

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的确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健康较差、数学测试较

差、单词测试较差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

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这一结果与理论逻辑成立下的现象相符,在一定程度

上验证了我们机制的成立。 同时,此处的交互项结果为理解我国的城乡融合提

供了有益的视角。

4　 进一步讨论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童年农村经历会提高非认知能力。 接下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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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进一步探索童年农村经历对于非认知能力 5 个子指标和 13 个细分指标的影

响。 于是本文将大五人格的子指标和细分指标对童年农村经历进行回归。 在

回归之前,首先对大五人格的子指标和细分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 10。
我们从描述性统计大致可以知道,大多数子指标和细分指标的平均值是大于 0
的(除了事业心)。

表 10　 非认知能力子指标和细分指标变量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指标

严谨性 4014 0. 211 0. 706 -2. 290 2. 544

顺同性 4014 0. 156 0. 648 -2. 894 1. 106

外向性 4014 0. 223 0. 663 -2. 750 1. 250

开放性 4014 0. 237 0. 934 -2. 480 2. 520

情绪稳定性 4014 0. 074 0. 607 -3. 459 0. 541

细分指标

条理性 4014 0. 470 1. 105 -4. 044 1. 956

事业心 4014 -0. 082 0. 743 -2. 753 1. 747

审慎性 4014 0. 246 1. 724 -1. 572 4. 428

利他性 4014 0. 178 0. 941 -2. 978 1. 022

顺从性 4014 0. 134 0. 732 -3. 310 1. 190

热情性 4014 0. 255 1. 145 -4. 161 1. 839

乐群性 4014 0. 186 0. 933 -3. 035 0. 965

正性情绪 4014 0. 229 0. 869 -3. 052 0. 948

行动力 4014 0. 154 1. 396 -3. 938 2. 062

价值取向 4014 0. 320 1. 272 -1. 022 2. 978

非焦虑 4014 0. 080 0. 670 -3. 495 0. 505

非忧郁 4014 0. 059 0. 857 -3. 298 0. 702

非脆弱性 4014 0. 084 0. 594 -3. 584 0. 416

首先是非认知能力的子指标。 表 11 结果显示,顺同性和外向性的系数是

显著为正的,这说明童年农村经历提高受访者的非认知能力,主要是通过提高

顺同性和外向性等方面所驱动的。 具体而言,童年农村经历能够提高 0. 049 分

的顺同性和 0. 059 分的外向性。 顺同性主要体现利他和顺从等特点;外向性主

要体现热情、社交和活跃等特点(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 其中的解释可能是,在
农村生活过的居民在童年阶段大多居住在姓氏比较统一的村庄,同姓之间容易形

成信任文化,经常互相帮忙,形成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
这种文化会持续影响到居民后来的生活,使得他们更加具有顺同性和外向性。

其次是细分指标。 本文参考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的做法,构建了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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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指标,包括条理性、事业心、审慎性和利他性等方面。 为了估计童年农村经

历对细分指标的影响,本文对细分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12。 通过回归结果

发现,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体在条理性、顺从性、热情性和行动力等方面显著

高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受访者群体,但是审慎性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显著低于在

城市成长起来的群体。 其中的解释可能是,有过农村经历的居民在童年时期父

母可能在外地工作,他们的日常生活大多依靠自己,比如自己洗衣和自己做饭

等,容易形成条理性和行动力;同时,由于童年阶段长期居住在姓氏比较统一的

村庄中,他们和同姓朋友交流更加热情,经常互相帮忙,容易形成顺从性和热情

性。 相反,童年在城市成长的居民,周围大多是不太熟悉的人,而且家长经常教

导孩子要有防备心,使得他们的审慎性更高。 此外,童年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接

触到了更加开放的文化,其传统价值观念明显较弱。

表 11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子指标的影响

(1) (2) (3) (4) (5)

严谨性 顺同性 外向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童年农村经历
0. 027 0. 049∗∗ 0. 059∗∗ -0. 025 0. 031

(0. 023) (0. 023) (0. 023) (0. 031) (0. 0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12　 童年农村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细分指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条理性 事业心 审慎性 利他性 顺从性 热情性 乐群性

童年农村经历
0. 181∗∗∗ 0. 033 -0. 133∗∗ -0. 022 0. 120∗∗∗ 0. 183∗∗∗ 0. 011

(0. 035) (0. 025) (0. 058) (0. 034) (0. 025) (0. 037) (0. 0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8) (9) (10) (11) (12) (13)

正性情绪 行动力 价值取向 非焦虑 非忧郁 非脆弱性

童年农村经历
-0. 017 0. 119∗∗ -0. 169∗∗∗ 0. 030 0. 031 0. 031

(0. 032) (0. 047) (0. 044) (0. 024) (0. 030) (0. 0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4014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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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考察了童年农村经历对

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通过使用大五人格度量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

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体,其非认知能力会比其他群体要高约 0. 098 个标准

差。 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匹配得分法缓解其中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依

然稳健。 考虑到非认知能力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本文使用控制点等方式来度量

非认知能力,结论保持一致。 进一步分析发现,童年农村经历能够提高非认知

能力的机制在于个体为了适应穷困环境而付出努力。 此外,本文探讨了童年农

村经历对大五人格 5 个子指标以及 13 个细分指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一,有
过童年农村经历的群体在顺同性和外向性等方面更高;第二,有过童年农村经

历的群体在条理性、顺从性、热情性和行动力等方面更高,但是在审慎性和价值

取向等方面却更低。
大多数文献指出早期环境会影响到非认知能力的形成 ( Cunha

 

and
 

Heckman,2007)。 本文基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发现,有过童年农村经历的

群体非认知能力更高,这一结果为 Gong
 

et
 

al. (2015)和 Fan(2020)的结论提供

了经验证据。 同时,本文基于非认知能力塑造的重要时期进行实证研究

(Borghuis
 

et
 

al. ,2017),为早期环境会影响非认知能力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

据,间接支持了早期干预会影响到非认知能力的形成的观点(Heckman
 

and
 

Kautz,2013;Lavy
 

et
 

al. ,2022)。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在机制分析方面,囿于数据,本文仅探讨了

个体为了适应穷困环境而付出努力,从而提高个体非认知能力这一机制。 但是

本文并没有排除其他作用机制的存在,仍待数据完善之后做进一步的检验。 二

是童年农村经历也可能会降低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囿于数据,本文无法剔除这

些群体得到更加干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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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cognitive
 

skills
 

are
 

the
 

important
 

human
 

capital.
 

Many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early
 

experience
 

on
 

non-cognitive
 

skill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based
 

on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Using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in
 

201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on
 

non-cognitive
 

skills.
 

The
 

baseline
 

results
 

find
 

that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the
 

group
 

with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is
 

0. 098
 

standard
 

deviation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
 

and
 

the
 

conclusion
 

is
 

robust
 

after
 

using
 

Treatment
 

Effects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
 

to
 

deal
 

with
 

endogenous
 

problems.
 

Considering
 

the
 

measurement
 

error
 

of
 

non-
cognitive

 

skills,
 

this
 

paper
 

uses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conclusion
 

is
 

robust.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can
 

improve
 

non-
cognitive

 

skills
 

lies
 

in
 

the
 

efforts
 

made
 

by
 

individuals
 

to
 

adapt
 

to
 

poor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on
 

five
 

and
 

thirteen
 

factors
 

of
 

“Big
 

Five”,
 

and
 

finds
 

that
 

the
 

groups
 

with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are
 

higher
 

in
 

agreeableness
 

and
 

extravers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groups
 

with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are
 

higher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enthusiasm,
 

openness
 

and
 

action,
 

but
 

lower
 

in
 

terms
 

of
 

prudence
 

and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hood
 

rural
 

experienc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early
 

life
 

experiences
 

on
 

non-cognitiv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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